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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具有的实体与程序双重属性，使其与自首、坦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混同。
从直接原因看，该问题的产生源于认罪认罚从宽未能确立独立的量刑地位，而实质的根源则是在传统的概念

思维下未能发掘提炼这项制度的真正价值核心。有鉴于此，引入类型化的思维方式，探索认罪认罚从宽“法
益恢复”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法益可恢复性”的类型化基准，是较为合理的应对路径，也符合轻罪
高发时代预防、治理刑事犯罪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展开“法益可恢复性”的类型化构建，既需要在
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区分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在刑罚的裁量上对二者分别对待;
也需在“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内部，根据“法益恢复”的程度，在刑罚的执行方式上进行区分。通过“法益可恢
复性”的类型化构建，使得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在刑罚的裁量与执行上更加规范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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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ual natures of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in the system of pleas of guilty and
accepetance of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make it confused with surrender and confession． In terms of
direct causes，it is caused by the ambiguous sentencing status ． In fact，the real reason lies in the
failure to explore and refine the real core value of the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ual thinking．
Therefore，it is reasonable to introduce the categorized thinking，explore the core value which called
“legal interest recovery”and establish the categorizated standard of“recoverable legal interest”． It
also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preventing criminal crimes in the era of high incidence of
misdemeano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tegorization of“recoverable legal interest ”in the system of
pleas of guilty and accepetance of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requires the specification of
“recoverable legal interest crime”and“unrecoverable legal interest crime”，and the two should be
treated separately in sentencing．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punishment execu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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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legal interest recovery”． Through the categorization of“recoverable of
legal interest”，the system can be more standardized and accurate in penalty measurement and
execution．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pleas of guilty and accepetance of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legal
interest recovery; recoverable legal interest; categorization

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 2018 刑诉法修正案正式颁行
之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罪名，无论该犯罪属于轻罪亦或重罪，也无论侵害的法益

属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只要在诉讼过程中承认罪行、接受处罚，就可受到“依法从宽处理”。立法的
积极态度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路径。从公开的数据看，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8 月，全国
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案件的数量就占据了同期刑事犯罪总数的 61． 3%〔1〕。然而，高适
用不等于高水平适用，一些在试点地区产生过的问题同样随着现实案例的累积呈现出放大的趋势。尤
为突出的是，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过程中，由于难以把握是否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量刑制度，导致认

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混同〔2〕，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实际效果。混同现
象的产生，不仅涉及对认罪认罚从宽独立量刑地位的认知，更反映出概念思维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类
型化不足”的缺陷。在当前，由于未能深入发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真正核心价值，致使对这项制度的
理解和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僵化，造成实践中罪刑失当和类案不类判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不利于认罪

认罚从宽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双重属性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视
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涉及“实体上从宽处罚”，也涉及“程序上从简处理”〔3〕，被认为是集实体

规范与程序规则于一体的一项具有双重属性的综合法律制度〔4〕。这种双重属性导致认罪认罚从宽虽
被规定在程序法中却对实体量刑影响重大，其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刑法中的自首、坦白等制度产生了
重叠。有学者直言道:自首、坦白等已有量刑情节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高度形似和重合，使得认罪认罚与
已有的量刑事由如何衔接适用变得非常棘手和混乱〔5〕。因此，明晰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地位，不仅具
有促进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有效衔接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司法实务中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保证

类似案件类似处理意义重大。
( 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地位聚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是一项独立的量刑制度、在刑罚裁量时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在当
前并无定论。反对论者指出，认罪认罚实体从宽本质上只是将我国传统刑法中自首、坦白等量刑从宽制
度予以程序化、体系化的一种制度设计〔6〕。有观点甚至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可完全等同于坦白，二者在
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在法律后果上也没有质的差异〔7〕。持此论者多着眼于认罪认罚从宽与刑法
中自首、坦白在法条文字上的类似，比如在从宽依据上都使用了“如实供述罪行”这一表述。在自首、坦
白之外，《刑法》中第 13 条的“但书”规定，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第 383、390 条对于贪污罪、行贿罪的
特别规定，亦被一些人视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8〕。
与反对论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支持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独立量刑情节的观点。尽管在具体的

说理和措辞上存在差异，但支持者们对认罪认罚从宽独立性的认可却是一致的，大都认为:认罪认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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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N］．检察日报，2020 － 10 － 17( 002) ．
即将认罪认罚从宽视为自首或坦白的一部分，而不顾及前者与后两者在适用对象、适用范围、从宽依据、从宽幅度以及制度核心

价值上的差异，否认认罪认罚从宽属于一项独立的量刑制度。
201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

见》( 高检发［2019］13 号) 第 8 条。
童建明，万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 89．
李仲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衔接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6) : 166．
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的若干实体法规定［J］．中国法学，2017，( 5) : 178．
徐世亮，赵拥军．坦白是认罪认罚程序的必要不充分条件［N］．人民法院报，2009 － 08 － 15( 006) ．
谭世贵．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2016，( 8) : 17 － 18．



宽和自首、坦白在量刑方面虽有重合和联系，但认罪认罚从宽应是自首、坦白之外一个新的独立的量刑
情节〔9〕。在官方文件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下文称“两
高三部”) 联合颁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下文称《意见》) 中，亦对认罪认罚所
适用的从宽幅度与自首、坦白适用的从宽幅度作出了区分〔10〕，佐证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其独立价值，
而非刑法中原有的量刑情节、量刑制度的附庸。
我们认为，肯定认罪认罚从宽的独立量刑地位，有助于推进量刑的规范化和精确化。自试点时起，

认罪认罚从宽就被视为推动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但由于在具体案件中对认罪认罚
与其他量刑情节的区分不够到位，罪刑失当的现象始终存在〔11〕。即，在同样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因为对
从宽幅度把握的不尽相同，致使类似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差异较大，刑罚的轻重与行为人所犯罪行和应

承担的刑事责任不相适应。比如，在一则案号为( 2020) 黑 1282 刑初 16 号的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吴海
波因邻里纠纷，致一名被害人轻微伤、另一名被害人轻伤，案发后，吴海波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法院认定其成立坦白和认罪认罚，以故意杀人未遂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而在另一则案号为( 2020)
桂 11 刑初 16 号的判决中，被告人周自雄于公共场所对其妻子反复捅刺伤害，致使其妻重伤。在其未自
动投案和报警的前提下，法院考虑了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情节，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

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审判期间，被告人周自雄从未有过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行为。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吴海波案符合“坦白 +认罪认罚”的特征，按照《意见》的
指示，在此情况下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而在周自雄案中被告人不仅情节恶
劣，而且未有悔罪悔过表现，但周案在量刑上却比危害较小且认罪良好的吴案整整少了 3 年。很难说，
这样的案件处理贯彻了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精神。
罪刑失当现象，可视为理论上的定位模糊在司法实践中的延续。审慎的司法机关在没有明晰认罪

认罚从宽的性质时，往往倾向将之附属于自首、坦白等现有量刑情节，在从宽的具体幅度上，也往往选择
套用实体法中原有量刑情节的规定。尽管有人提出，既然认罪认罚从宽具有独立的量刑地位，也就意味
着可以仅凭程序法上的规定就决定对被告人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2〕，换言之，其从宽的依据无需
再在实体法中寻求确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认罪认罚从宽的独立量刑地位的误读，实体从宽作为
一个刑罚裁量情节，如若不在刑法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其后果极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认罪认罚的从

宽与自首、坦白或其他酌定情节的从宽混为一体，在实际上消弥了它的独立价值;要么则是仅根据刑诉
法的规定就进行从宽处置，给刑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衔接造成障碍，在从宽的正当性上亦有缺陷。因
此，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在实践中应用已相当广泛，但作为一项兼具双重属性的制度，在没有确实解决实

体法依据欠缺、定位不清的矛盾之前，很难说对其构建是周延完备的。
( 二) 概念思维下“类型化不足”的缺陷
表面看，独立的量刑地位得不到确认以及形式上与自首、坦白等制度的混同，是导致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现有问题的直接原因，但其困境的真正根源则在于概念思维牵引下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僵化理解和

僵化适用。
传统法学中的概念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思维，它关注事物的主要特性，认为法学即是由一个个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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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崇义．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J］．人民法治，2019，( 1) : 54．
201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

见》( 高检发［2019］13 号) 第 9 条: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
比如，早在试点时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即在 2017 年12 月23 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上作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况的中期报告》中指出，认罪认罚从宽的推进工作存在着“将‘从宽’绝
对化、简单化，对案件具体情节区分不够”的问题。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后，此类罪刑失当、从宽标准不统一现
象同样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 2020 年 10 月 13 日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上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认罪认罚从宽的实践中存有量刑建议
提出程序不规范，不同检察官对量刑标准把握和理解不同，特别是对缓刑、财产刑量刑建议把握不准以及量刑建议不当等问题。
樊崇义．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J］．人民法治，2019，( 1) : 54．



象的法学概念构建的理论大厦。从逻辑学的角度，概念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并加以
反映〔13〕。
然而，纯粹概念思维引导下的教义研究，极易对法律文本产生近乎偏执的依赖。如果单纯地不加以

解释地适用法条规范，而不去发掘文字背后的实质正义内涵并使其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各种

特殊的案件类型，那么无论法典内容多么完备，都注定没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14〕。以认罪认罚从宽为
例，几乎所有反对将其视为独立量刑情节的学者都强调了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在法条文字上的相
似，并进一步把这种相似解读为相通。这实际上忽视了概念与功能的本质区分。因为概念是将事物的
典型特征进行抽象并加以描述，而功能意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作用和效能，换言之，不能认为认罪认

罚从宽与自首、坦白在文本语言上的交叉，就认为上述制度的功能和价值也必然是交叉甚至重合的〔15〕。
除此之外，概念思维下对认罪认罚从宽纯文本的理解，还会掩盖认罪认罚从宽真正的核心价值与立

法初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立法者突发奇想的“空中楼阁”，而是具有深刻实践价值的改革尝试。
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它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角度看，

认罪认罚制度是党和国家长期贯彻实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以契合中国刑事司法实践需要、特
点为基本导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16〕;具体到与现有制度的差别上，相较于自首、坦白，认
罪认罚从宽更有助于修复社会关系〔17〕。然而，上述其独有的特质，并未在现有的制度构造中体现，因而
导致了现实中大量将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等不加区分混用的现象。可以说，概念思维在认罪认罚
制度之中积弊颇深。
为了有效解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有问题，就必须突破概念思维的窠臼，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

引入类型化思维，进行类型化构造。不同于概念思维相对，类型化思维旨在消除前者过度抽象化的弊
端，在抽象的法律文本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相较于传统法律思维以概念为己任的特
性，类型化思维强调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程序”，是实现价值和连接法律规范与事实的思维。因
此，对一项制度的类型化构造，往往肇始于对其核心价值的发现，然后以该核心价值作为中间高度，展开

细化分类。类型就是以价值意义来建构的，它可以帮助立法者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权利类型和义
务类型进行价值评价，在这些基础之上，制定出共同遵守的法律规则〔18〕。当前认罪认罚制度面临的定位
混乱窘境，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讼不息，还是实践中的罪刑失当风险，本质都是一种抽象概念思维主导的“类
型化不足”缺陷。因此，在后文中，我们将观照法律价值本身，以价值观点作为联结类型中所有可能事件的
坚强纽带〔19〕，发现并提炼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价值，以此为基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类型化构建。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益恢复”价值与“法益可恢复性”基准
( 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益恢复”核心价值
一项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多种并立的价值，价值之间的抵牾、冲突都是常见的现象，对于认罪认

罚从宽核心价值的争议，同样贯彻了该制度从构想到全面推行的全过程。在相关文件和论述中，我们可
以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进行初步的认识〔20〕。比如，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宣布要完善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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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5．
刘艳红．实质刑法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58．
薛铁成．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关系之再厘定［J］．西部法学评论，2021，( 1) : 121．
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 2) : 54．
刘伟琦，刘仁文．认罪认罚应作为独立的量刑情节［J］．湖北社会科学，2021，( 4) : 124 － 126．
张斌峰，陈西茜．试论类型化思维及其法律适用价值［J］．政法论丛，2017，( 3) : 119．
李可．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以传统抽象思维作为参照［J］．金陵法律评论，2003( 秋季卷) : 108．
最早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关的文件可追溯到 2014 年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中“要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论述。2016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
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后，2019 年
10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此
外，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也以一章的篇幅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适
用作出了规定。



之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即撰文指出: “在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
策，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21〕点明了认罪认罚从宽应当具有的促进公正、节约资源、提高效
率等价值。再如，“两高三部”的《意见》中提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
权司法保障、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亦可视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提倡。在学界，亦有学者撰文指出，公正基
础上的效率观，承载现代司法宽容精神，探索形成非对抗的诉讼格局，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可视

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的价值元素〔22〕。可以看出，在讨论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时，提高效率、化
解矛盾、促进公正都被频繁提及，由此，问题便延伸为:究竟何者才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价值?
我们认为，繁简分流、流程提速固然是设立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目的，但不适宜被强调为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核心价值。不可否认，在认罪认罚从宽的酝酿阶段，立法机关曾一度坚持效率优先，有论者
甚至直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牺牲被害人部分参与性权利〔23〕。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一味强调认罪
认罚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上起到的作用，很有可能过分侵占被害人权益保护空间并导致被害
人群体的边缘化〔24〕。即便就效率价值本身而言，在认罪认罚从宽设立之后，有些案件的处理甚至成本
更高、进展更慢，因此，其设立主旨就不能与效率、成本完全划上等号，而是让被告人发自内心地认罪，通
过司法程序平复社会矛盾〔25〕。这是因为，相较于自首、坦白，认罪认罚从宽具有更强烈的恢复性司法色
彩。在试点阶段印发的《试点办法》中，就明确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
见”，并将“达成和解协议、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两高三部”的《意见》更是
将“被害人权益”单列一章，进一步强调了“取得被害方谅解”的重要作用。而类似的表述较少见诸自
首、坦白相关的文件解释中。就构成要件而言，认罪意指在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基础上对指控犯罪事实的
承认，属于行为人认可司法机关对其犯罪行为的刑法定性，认罚则是在自愿认罪的基础上“愿意接受处
罚”，也就是同意接受司法机关对其科处的处罚，二者在本质上均为主观态度。与此相对应，自首和坦
白的实质要素是“如实供述罪行”，本质属于客观的陈述行为〔26〕。这再次证明了效率、成本等价值元素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并未占据主导，让认罪认罚者内心真诚地悔罪并通过积极弥补损失等行为来征

表其主观态度，才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真正核心价值。
在此，我们引入“法益恢复”这一概念，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价值表述。“法益恢复”，指的

是犯罪人在犯罪既遂之后，通过自主有效的行为控制消除法益危害的实际危险，或者自主恢复被其先前

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27〕。有学者指出，这种抵消所犯之罪的“赎罪”行为，可作为例外用以补充“既遂
之后无中止”以及“既遂之后不出罪”的司法原则〔28〕。作为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价值概念，“法益恢复”
要求犯罪人以主观悔罪的良善态度，促成“犯罪既遂但最终无害”的客观局面，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化
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追求社会和谐的价值本质。由于其内涵丰富，有助于防止实用主义驱动下
司法机关滥用认罪认罚致使被害人权益保障缺位的现象。因此，“法益恢复”应当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核心价值。
需要指出，本文引入“法益恢复”这一价值理念，而非继续沿用化解矛盾、悔罪认罪、修复关系等用

语，正是考虑到“法益恢复”作为一个价值集合体的作用。换言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具有相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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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6．
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J］，2016，( 2) : 51 － 52．
迟大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研究［J］．法学杂志，2020，( 11) : 123．
焦俊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21，( 1) : 110 － 111．
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J］．清华法学，2019，( 3) : 31．
刘伟琦，刘仁文．认罪认罚应作为独立的量刑情节［J］．湖北社会科学，2021，( 4) : 120．
庄绪龙．“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J］．中外法学，2017，( 4) : 981 － 990．
储槐植、闫雨．“赎罪”———既遂后不出罪存在例外［N］．检察日报，2014 － 08 － 12( 003) ．本文中，作者将赎罪形象表述为:司法实

践中，行为人在犯罪后甚至在犯罪已经停止于既遂形态时，在各种动机的驱使下，比如发现被害人可怜或良心发现不该犯罪或者害怕受

到惩罚，主动修复被其先前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以求得自我心理上的解脱和安慰。



的价值概念皆可视为“法益恢复”这一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与“法益恢复”之间的关系属于部分与整体的
关系。需要攻克的难点在于如何将立法上的价值引导在司法实践中有效贯彻。我们认为，“法益恢复”
的价值理念，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法益恢复”作为核心价值，明显区别于效率、成本等价
值，能够有效将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等制度区分开来;其次，“法益恢复”还将一般的悔罪行为与
“法益恢复”行为相区分，如部分案件尽管犯罪人悔罪致歉，但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不能实
现“法益恢复”;第三，即便在符合“法益恢复”价值的认罪认罚案件中确有功利目的主导的“技术性认罪
认罚”，也不可否认此类认罪认罚案件给被害人一方带来的正面效益，这较之从效率、成本等方面对犯
罪人认罪悔罪态度的推定，显然更为合理。
( 二) 基于“法益恢复”价值的“法益可恢复性”基准构建
在“法益恢复”这一核心价值上建立起来的“法益可恢复性”基准，强调的是法益能够恢复、可以恢

复的特性〔29〕。“法益可恢复性”是“法益恢复”的前提与基础，而“法益恢复”则是犯罪人通过自身的积
极行为获得的良善结果〔30〕。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特质的犯罪，不一定就实现了法益恢复的实然结果。
以“法益可恢复性”为评价基准，可以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区分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和“法益不

可恢复性犯罪”，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准确适用意义重大。认罪认罚的从宽属于可以适用从宽而非一
律从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需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因此，实践中
需要对不同案件在从宽与否上作出区分，所以，“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应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一般
应当从宽”的范畴。而在“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中，认罪认罚从宽的“法益恢复”价值既已无法实现，因
而只能适用“可以从宽”。
由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的损害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其从宽的依据与幅度就需与法益可以恢复

的犯罪进行区分。笔者认为，可资参考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1 ) 此类案件认罪认罚的具体阶段
( 即犯罪人的认罪认罚发生在侦查、起诉、审判中的哪一阶段) ; ( 2) 是否还成立自首、坦白等从宽情节;
( 3) 除自首、坦白外，该“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是否还具有其他如立功、刑事和解、中止未遂等从宽情
节; ( 4) 该“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中犯罪人的认罪认罚是否彻底、稳定。具体来说: 犯罪人在不同诉讼
阶段认罪认罚的表现，有助于司法机关衡量其认罪认罚对案件分流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影响，

应当在从宽处罚的类型和幅度方面予以体现;具备自首、坦白以及其他从宽情节也能够佐证该认罪认罚
案件在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是否具有较大积极作用;彻底与稳定的认罪认罚有助于查明案情并避免诉

讼进程拖延反复。因此，在某一认罪认罚案件虽不具有“法益可恢复性”的情况下，通过上述情节来判
断是否可对之适用从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方式。
而在“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内部，则可进一步细化出: ( 1 ) 由于犯罪人的悔罪认罪，法益已完全恢复

的案件; ( 2) 法益未全部恢复，但犯罪人以其赎罪行为促成了法益的部分恢复，如退赔了部分赃款等;
( 3) 法益尚未恢复，但犯罪人已通过行为和言词向司法机关作出愿意促成法益之将来恢复的保证。以
上三种情况，以法益的恢复程度为尺度对犯罪人的表现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的( 2) ( 3) 两种情形，
亦可称为“法益的不完全恢复”或“法益的推定恢复”。“法益可恢复性”类似于一个分流机制，它根据
法益是否可逆，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将“一般应当从宽”与“可以从宽”的案件予以区分;在“可以从
宽”的案件中，则排除了法益不具备可逆性且其认罪认罚对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帮助不大的
案件;而对于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刑事案件，则根据“法益恢复”的实际程度，在从宽幅度方面作了区
分，从而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法益恢复”的核心价值指引下，以“法益可恢复性”为基准建构起一个
较为周延完备的裁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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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可”在作动词时有如下含义: ( 1) 许可，同意，准许; ( 2) 能够，可以; ( 3) 相称，适合; ( 4) 应当。本文在此采第二种
用法。
此外，还必须指出，假设某一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在客观上属于可以恢复的法益，但犯罪人由于顽固的反社会性坚决不作出弥补

损害的举动，即便其对司法机关认罪认罚，也不能够认为该犯罪属于“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因其在事实上丧失了“法益恢复”的可能性，
也无法征表犯罪人主观悔罪的态度。



图 1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法益可恢复性”类型化构建

承认以犯罪人作为自发主体的“法益恢复”，是对传统的对抗式诉讼中控辩双方针锋相对、激烈冲
突的反思与改变，体现了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并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能满足轻罪高发时代刑事犯罪

治理的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就建立在犯罪轻刑化与犯罪数量增加两大基础之上〔31〕，这亦是当
前刑事立法与司法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况。从 1999 年到 2019 年的 20 年时间里，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
刑事犯罪从 1999 年的 82． 4 万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220 万人〔32〕。即便考虑到废除劳动教养等因素的影
响，如此规模的犯罪增数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在这些增加的犯罪中，刑事犯罪的重刑率逐年稳步下
降，以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轻微犯罪数量与占比稳步上升，轻刑率一路上扬〔33〕。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
一个轻罪高发的时代。然而，根据对再犯数量与再犯比例的调查，当前预防、治理犯罪的成效并不理
想〔34〕。如何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实现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是当代刑事法治必须面对的
课题。
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基准对认罪认罚从宽进行类型化构建，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之一。

一方面，轻罪案件大多属于“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即财产犯罪、轻微人身伤害犯罪以及一些轻度扰乱社
会秩序的犯罪，这些犯罪在既遂之后通过犯罪人与司法机关的配合进行修过改正，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未

必亚于犯罪中止，以“法益恢复”作为价值取向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应了轻罪高发的时代背景。另
一方面，针对犯罪数量上升的情况，“法益可恢复性”的类型化构建在预防犯罪上亦有所裨益。预防犯
罪通常包含了针对犯罪人本人的特殊预防和针对一般人的一般预防。犯罪人认罪认罚并伴有悔罪表现
的，表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少;鼓励认罪认罚的犯罪人积极修复社会关系，抚慰被

害人的愤恨情绪，促进全社会法治观念、规则意识的养成和强化，在一般预防方面也能产生积极影
响〔35〕。此处的悔罪、退赔退赃、修复社会关系等，本质就是促成“法益恢复”的行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所具有的预防犯罪功效，被“法益恢复”所强调。在“法益恢复”价值导向下的认罪认罚从宽，既能够促
成犯罪人反思前罪、悔改己过，减少其未来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也能够通过整体环境的改善，同样在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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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 2) : 50．
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N］．检察日报，2020 － 10 － 17( 002) ．
卢建平．我国犯罪治理的大数据与大趋势［J］．人民检察，2016，( 9) : 35．
根据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的统计: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全国审理并判决刑事案件 5111408 件，其中载明系累犯的

案件 597177 件，占比为 11． 68% ;通过关键词“再犯罪”进行检索发现，其中载明“再犯罪”的案件 763917 件，扣除标记为“没有再犯罪危
险”表述的 19004 件，占比为 14． 57%。在整体上，我国再犯率相较于上世纪的 8%和 21 世纪初的 13% ～14%，同样呈现上升态势。
孙长永．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若干问题探讨［J］．法律适用，2019，( 13) : 7 － 8．



会范围内获得相当程度的良好反馈。
三、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中的“法益可恢复性”犯罪类型
判断某类犯罪的法益是否存在恢复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该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否具备可逆性的基

础上。譬如，窃贼在窃得钱包后主动将之返还失主，虽然在犯罪形态上可评价为盗窃既遂，但被害人遭
受侵犯的财产法益在实际上得到了恢复，这与抢劫犯为劫取财物将人杀死后再将钱包返还的举动不可

等视之，因为后者还涉及到了对被害人生命法益的侵害与剥夺。如果上述例子中的盗窃犯与抢劫犯在
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样认罪认罚，在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上显然需要予以区别。因此，犯罪所侵犯的
法益是否具有可逆性对准确应用认罪认罚从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几类不同性质的犯罪入手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犯罪类型展开具体梳理。
( 一) 财产类犯罪

此处所指的财产类犯罪不等同于刑法分则第 5 章列举的全部罪名。就侵犯的法益而言，限定在单
一的财产性法益范围之内。因此，对于涉及人身法益的抢劫罪，涉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生产经营罪，
涉及特定领域管理秩序的挪用特定款物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不纳入此处讨论。
对于财产类犯罪，应当承认其具有法益可恢复的价值。早在认罪认罚从宽正式出台前，就出现过类

似的规定。如 2013 年颁布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 盗窃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具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 8
条: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

宽〔36〕。在诈骗罪方面，2011 年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存在类
似的规定〔37〕。在上述司法解释中，退赔退赃、被害人谅解都是证明该犯罪具有法益可恢复性的重要环
节，且在从宽幅度上也予以了相当大的优惠，部分情况下甚至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出罪化处理。这对于认
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对于抽象意义上表述的“法益恢复”而言，财产的返还相对于其他悔罪行为更具备可证实性，在现

实中也更易接受。在前文窃得钱包又归还的例子中，犯罪人的归还行为使得被害人的占有权这一法益
得以完整恢复，刑法的惩罚手段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已失去了处罚的依据，之所以还将先前行为视为犯

罪，主要出于预防犯罪的目的。在认罪认罚的财产类犯罪中，犯罪人退赔了全部犯罪所得且得到了被害
人的谅解表示的，可以对其有条件地免罪免刑，如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法院对其免除刑罚的，

且犯罪人的“法益恢复”行为达到了事实上的完全性和彻底性;若只是退赔了部分犯罪所得，或者虽全
部退赔但被害人拒绝谅解的，也必须承认该罪的“法益恢复”存在缺陷，不宜进行出罪抑或免刑，此时，
一定程度的从轻减轻处罚既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的，也更能实现罪刑的均衡。
( 二) 人身类犯罪

侵犯人身法益的犯罪是否具备“法益可恢复性”，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有学者认为人格法益附加了
特定的人格属性，难以将其作为交易的对象。如故意伤害行为造成的肢体损伤和侮辱诽谤罪造成的名
誉侵害，前者需借助医疗这一外在介入因素得以复原，后者的名誉恢复实际只是一种法律拟制上的恢

复，因而都不能认定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38〕。
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绝不能以犯罪人的赔偿道歉就抹去其对社会的侵害与威胁，重大人身伤害的法

益不可恢复，应成为共识。严重暴力犯罪在毁损肢体的同时，还极大威胁到了生命权这一最为重要的人
身法益，且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常很高。因此，现行刑法中在假释适用对象的规定上就排除了因故意
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并且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述犯罪分子还规定了限制减刑。当然，也不能一刀
切地认定所有具备人格性因素的法益都绝对不可恢复。原因在于，一些学者将“法益恢复”视作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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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3〕8 号) 。
2001 年 3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1〕7 号) 。
庄绪龙．“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J］．中外法学，2017，( 4) : 987 － 988．



“刑事责任熔断机制”，在此意义上，法益的重新保有的确不能等同于法益的恢复，也不能因之阻却犯罪
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而本文的“法益可恢复性”类型化基准，更类似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判断条
件，法益能否恢复综合考量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意见、社会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以及对于犯罪人的改造
难度等多重因素，某种犯罪具备“法益可恢复性”并实现了法益的彻底恢复，并不意味着该犯罪人免予
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于部分轻微的侵犯公民人身权益的犯罪，可以将之归入“法益可恢复性犯罪”
评价范畴。
比如，相较于非亲告罪，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等亲告罪，可通过犯罪人后续

的悔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法益得到了修复。各国亲告罪的设置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法制传统、文
化背景、伦理习惯等方面的考量上，但在充分发挥亲告罪的作用这一点上却有着共同的认识〔39〕。我国
在规定亲告罪时，主要考虑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以及被害人行使告诉权的便利与否〔40〕。无论从
刑期的长短还是侵犯法益的类型、程度上看，刑事立法将以上四类涉及人身犯罪与侵占罪归入告诉才处
理范围时，是肯定了上述犯罪在通常情况下的轻罪属性的，这与“法益可恢复性犯罪”主要适用于轻罪
的特性是一致的。此外，亲告罪导致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害人对该行为的反应，被害人通过“告
诉”这一行径表示其对于侵犯行为的不能容忍的反应。在国家赋予被害人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也就
认可了此类法益侵害行为的可诉可不诉性，为“法益恢复”留下了空间和余地。从反向推定来看，亲告
罪范围的犯罪在造成严重后果时〔41〕，刑法已将此种情形排除出绝对自诉范围，其损害的法益也不再具

备“法益可恢复性”，因而无需在“法益恢复”的价值领域考虑认罪认罚从宽。
此外，从被害人承诺这一违法阻却事由层面，同样可归纳出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人身类犯罪。

某种程度上，被害人承诺与“法益恢复”在价值上具有共通性，我国刑法虽然没有将其规定为法定的违
法阻却事由，但允许被害人自由处分自己能够处分的法益的观念，已为各国刑法所贯彻〔42〕。承认具有
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处分自己的身体权益，不仅反映在事前通过承诺或同意阻却

犯罪，也可以表现为事后对犯罪人的赎罪行为的接受与谅解上。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有关自由、名誉及财
产法益等个人可以支配的法益的自由处分方面并无太大争议，但目前对法益持有者是否能够对生命和

健康进行处分有着重大分歧〔43〕。我们认为，秉持着生命权至上的理念，对于侵犯或威胁到被害人生命
的严重暴力犯罪绝不能够承认其法益能够得到恢复( 即便该犯罪得到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或者获得

过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诺) ，因此，造成重伤结果的案件属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44〕。而对于轻微伤
害的犯罪，则可适当放开限制。我国法制史中自古即有保辜制度，《唐律疏议》在“斗讼律”中就详细论
述了关于保辜的规定，《二年律令·贼律》亦载“斗伤人，而以伤辜二旬中死，为杀人”，《急就篇》明确道
“保辜者，各随其状轻重，令殴者以日数保之，限内至死，则坐重辜也”。保辜制度赋予了犯罪者主动救
助被害人的机会，对于缓和及消除受害人和加害人及其家族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45〕。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承认轻微人身伤害犯罪的“法益可恢复性”，实际是为犯罪人自
发赎罪打开了通道，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引进中华法系的传统智慧，对于“犯罪虽然既遂但最终无害”的
社会价值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85

〔39〕

〔40〕

〔41〕

〔42〕

〔43〕

〔44〕

〔45〕

安翱．论亲告罪的范围［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 1) : 55．
梁统．亲告罪的范围界定［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 1) : 25．
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导致被害人死亡，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侮辱诽谤行为等。
黎宏．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07，( 1) : 88．
方军．被害人同意:根据、定位与界限［J］．当代法学，2015，( 5) : 4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4 年1 月1 日起试行的《人体损伤鉴定标准》( 法( 司) 发

［1990］6 号) ，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包括
重伤一级和重伤二级。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2016 年 4 月 18 日颁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等
级》( 法发［2014］3 号) 中，则根据:组织器官有无缺损或者畸形;有无功能障碍，并造成一定影响;有无医疗依赖或者存在一般医疗依赖，
有无护理依赖;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是否受限; 工作与学习能力是否受到一定影响; 社会交往能力是否受限等标准来划分伤残等

级。
李忠和．唐律疏议保辜制度新探［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4) : 118 － 121．



( 三) 秩序类犯罪

除财产类犯罪与人身类犯罪外，秩序类犯罪同样包含一部分法益可以恢复的犯罪，并可作为“法益
可恢复性犯罪”的兜底类型。同理，此处的秩序类犯罪并非仅指分则中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犯
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社会秩序作为秩序类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依照性质属于社会法益，即
一种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且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法益，包括了社会安宁及安全的法益、公众信用的法
益、公众健康的法益、社会善良风俗的法益、社会资源保护及环境保护的法益等〔46〕。如非法经营罪所扰
乱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可视为个别的市场主体财产法益的集合，只不过其法益的直接保有人从个体演变

为社会。对秩序类犯罪的范围界定可以由反向定义的方式实现:单纯侵犯个体的人身或财产权益的犯
罪不属于秩序类犯罪的范畴，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同样不属于秩序犯罪。所谓国家法益，指作为政治组
织的国家为法益直接保有人的法益，是一国最重要的法益〔47〕，如国家生存法益、国信国交法益等。正是
因为国家法益如此重要，才决定了其一旦受到侵犯或威胁，就不能够仅以犯罪人的认罪认罚、悔罪赎罪
就言及恢复〔48〕。国家权威不容亵渎，国家权力不容交易，否则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就会遭受潜在的威
胁〔49〕。因此，非个体性与非国家性就成为本文认为的秩序类犯罪的两大特点。鉴于秩序类犯罪的庞
杂，并非所有具备非个体性和非国家性特征的认罪认罚秩序类犯罪都属于“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对秩
序类犯罪的范围，还必须进一步限缩。
首先，对于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秩序类犯罪的判断，应坚持结果导向。由于社会法益可以被还

原成具体的个人法益，所以可根据其对具体个体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判断其法益能否恢复。比如，犯罪
人从事了生产、销售、提供假药行为，涉嫌的犯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一旦有相关的行为即可入罪。但犯罪
人提供的假药数量有限、且科学调查和现实案例都无法证实该假药对人体造成了重大损害，此时，该犯
罪人悔罪认罪，积极向购买其假药的消费者退赔道歉、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可以视作是恢复其损害的法
益的赎罪行为，一般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反之，若已有调查证实了该假药对人体的危害，就不宜再将

其视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其次，考虑到大多数秩序类犯罪的实质即是犯罪人以其行为给社会秩序
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秩序类犯罪的法益能否恢复，还可以从犯罪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角度考虑。若该
犯罪人多次犯罪、屡教不改，则证明该犯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都比较强，“法益恢复”的价值在对其
本人的预防矫治作用有限，不宜将其行为视为促成社会关系恢复的修复法益行为。因此，在秩序类犯罪
的法益可逆性判断中，需要结合犯罪记录考察该犯罪人能否归类于累犯、再犯、常习犯，进而考察其认罪
认罚主观态度真诚与否，以其主客观的“法益恢复”程度决定对其是否从宽〔50〕。
承认一部分秩序类犯罪具有“法益可恢复性”，也是基于对现实的考量。晚近刑事立法通过不断增

设新罪实现刑法的扩张，在积极预防性刑法观指引下，实体领域的犯罪圈扩张主要集中在超个人法益或

集体法益的犯罪上，包括了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公共秩序犯罪〔51〕。作为立法活性化时代扩张
的犯罪圈所青睐的对象，部分犯罪名义上虽非秩序犯罪，但实质上对他的处罚依据仍立足于其对社会秩

序的某种危害，比如危险驾驶罪，虽然属于公共安全类的罪名，但大多数情况下的危险驾驶行为与其说

是给公共安全带来了抽象危险，倒不如说是其危险驾驶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公共交通领域的法秩序。就
数量论，危险驾驶罪在我国的发案率相当高，如浙江一省在 2014 年审结了 20694 件醉驾案件，在全部 8．
8 万件刑事案件中占比达到了 23． 5%，几乎为总数的 1 /4〔52〕。可以说，认罪认罚从宽的设立与秩序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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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洗，苗生明．论刑法法益［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6) : 16．
杨春洗，苗生明．论刑法法益［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6) : 16．
此处的国家法益应做狭义理解，指的是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利益，主要包括分则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贪污贿赂罪、渎职

罪、军人违反职责罪，而不等同于一切以国家为主体的公法益。因此，一般的侵犯国家财产法益的犯罪 ( 如窃贼窃取了国家机关的设
施) 、妨害国家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 如妨害公务罪) ，不属于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
庄绪龙．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J］．中外法学，2017，( 4) : 987．
在“两高三部”的《意见》中，此观念亦有体现。如第 9 条规定:“对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特别是初犯、偶犯，从宽幅度可

以大一些;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刘艳红．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中国实践发展———以《刑法修正案( 十一) 》为视角的分析［J］．比较法研究，2021，( 1) : 63．
陈志军．轻微犯罪立法的反思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 3) : 73．



罪高发的现状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决定了秩序类犯罪必然在“法益可恢复性”类型化建构下的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中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这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依据。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
见》中，就明确了“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
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说明对此类犯罪的出罪
入罪，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得审慎。除危险驾驶罪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于其他秩序类
犯罪的“法益可恢复性”亦予以了肯定。如“两高”在解释信用卡诈骗罪时，就提出:“行为人恶意透支构
成犯罪的，案发后至人民法院起诉前已归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
任。”〔53〕此外，由于秩序类犯罪中存在大量的法定犯，而我国采取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的立法例，部分
犯罪的规定与社会习惯、伦理脱节的情况。如前几年的天津老太非法持有枪支案，法院认为摆摊老太赵
春华经营的枪形物“具有一定致伤力和危险性”，认定其“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 6
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种情况下如何兼顾法理与情理的统一，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时需
考虑的问题。在秩序类犯罪中，常有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表述，这种定量描
述非常依赖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法益恢复”情节，调整适用刑法上的偏差，比之仅将被告人赎罪悔罪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在确保罪
刑均衡上更为妥当，也更易收到正向的反馈。
四、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中的“法益可恢复性”刑罚裁量与执行
认罪认罚从宽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定罪环节，还体现在量刑、行刑等诸环节之中〔54〕。刑罚裁量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认罪认罚制度的效果，从宽幅度过大或过小，会直接引起被害人不满、被告人失望、公众
猜疑，甚至可能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实现的落空〔55〕。而量刑之后的行刑，则是认罪认罚效果的
具体化、现实化体现。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的重要途径，必须对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刑罚裁
量与执行问题，予以充分重视与考虑。
( 一) “法益可恢复性”对刑罚裁量的影响
早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更新覆盖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标准之前，实践中就有司法机

关对量刑幅度“阶梯化”进行了主动探索，部分省份将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设定为三个档次，即所谓
“321”模式:通过定位认罪认罚时间节点，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认罪分别适用 30%、20%、10%的从宽
幅度量刑〔56〕。还有的司法机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321”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与量刑规范化的
量化标准中规定的“投案自首的最多可以减 40%”相衔接，配套结合成“4321”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57〕。
出于提升司法效率的考量，根据认罪认罚的不同阶段区分不同的量刑幅度这无可厚非，但此种分类一来

较为粗糙( 仅从诉讼进程判断诉讼成本的节省，而不考虑案件实际的情况，譬如适用简易速裁程序的犯

罪人在审判阶段的认罪认罚，在消耗的资源上就未必高于适用普通程序的犯罪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认

罚) ;二来所包含的价值元素单一，只考虑了司法机关自身的办案便利，忽视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意

见，在能否真正提高司法效率方面尚且存疑，遑论“法益恢复”价值的贯彻。
在“两高”新近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下文称量刑指导意见) 中，增加了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规定，在明确其与自首、坦白、当庭认罪等不作重复评价的同时，对于同时兼
具自首、重大坦白、退赔退赃、赔偿谅解、和解等情节的情况，也作出了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规定〔58〕。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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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信用卡诈骗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高检会
( 1995) 11 号) 。
熊秋红．认罪认罚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J］．法学，2016，( 10) : 100．
陈国庆．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5) : 4．
迟大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研究［J］．法学杂志，2020，( 11) : 123．
安海涛，李松荣．找准撬动改革的支点———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调查［N］．人民法院报，2018 － 03 －

29( 5) ．
2021 年 7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 法发［2021］21 号) ) 第 14 条。



以说，这再度体现了《意见》所强调的“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但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
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59〕有鉴于此，本文在量刑指导意见与
《意见》的基础上，作如下设计:
针对认罪认罚的“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其刑罚裁量可遵循如下规则: ( 1) 单独的认罪认罚从宽案

件，当其具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法益恢复”情节时，应当减少基准刑的 30%以下; ( 2 ) 同时符合自
首及认罪认罚要求的被告人，应当在基准刑的 60%以下免刑，通常免刑的幅度不低于 40% ; 犯罪较轻
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罚的 60%以上，部分情况下可以免除处罚; ( 3) 同时符合坦白及认罪认罚要求的，应
当减少基准刑的 30%以下;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的 30% ～
40%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的 40% ～60%〔60〕。
相较于量刑指导意见中的规定，上述量刑设计的改动集中在两个部分。第一，将“可以”情节转化

为“应当”情节，这是出于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作出区分的考量。尽管反复倡导认罪认罚中的可以
从宽并非一律从宽，但实践中从宽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泛化。本文赋予“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应当
从宽的规定，实际是以“法益可恢复性”为基准对于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得减主义”与“必减主义”作了
区分，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认罪认罚案件原则上应当从宽，而不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案件，对其从
宽与否的考量，必须结合该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判断。第二，在关于认罪认罚的案件中量刑能否突
破法定最低刑这一问题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为避免争议将认罪认罚的案件尽可能维持在原有法定

刑范围内量刑，但也有学者认为，只能在法定刑范围内进行的从宽对于激励犯罪人的实际效果的发挥存

在不足。我们认为，对于具备“法益可恢复性”的认罪认罚案件，完全可以探索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甚至
免除刑罚处罚的处理模式。一般来说，具备“法益可恢复性”和认罪认罚两大因素的案件，在客观层面
表现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损害得到弥补赔偿、社会秩序得以重新建立、公众舆论和社会风气得到正面
评价;在主观上则是犯罪人真诚认罪、悔罪并成功赎罪，消弭其人身危险性和反社会性。此类案件本身
社会认可度较高，是实际施行“减轻”处罚的理想对象。
针对“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的认罪认罚从宽，则应进行严格控制。在此类犯罪中，认罪认罚属于

一个“可以型”的量刑情节，至于最终的结果是可以从宽还是可以不从宽，则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
并考虑认罪认罚的时间阶段，犯罪人在认罪认罚的同时是否构成自首、坦白，犯罪人在认罪认罚的同时
是否还存在立功、和解等情节，认罪认罚是否彻底、稳定等来最终确定是否从宽。此外，对于“法益不可
恢复性犯罪”的从宽幅度，也应当进行严格控制，并不是只要将上文针对“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涉及的从
宽设计从“应当”改为“可以”即可。对于仅具备认罪认罚情节的“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不能在法定
最低刑以下量刑或者免除处罚，换言之，不能仅依据认罪认罚一个情节就突破法定最低刑的限度。实践
中，也有人民法院在其实施细则中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案件，可以依法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宽处

理，对于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的罪名，可以将认罪认罚作为犯罪事实以外的一个单独量刑情节，减少基

准刑的 10% ～30%，但减少的刑罚量不能超过 2 年〔61〕。尽管上述法院没有对认罪认罚案件的法益能否
恢复作出区别，但也可以成为我们处理“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的认罪认罚从宽幅度时的参照对象。还
需强调的是，在同时符合自首从宽、坦白从宽、立功从宽、和解从宽等其他从宽情节时，由于量刑情节加
成增加的从宽幅度也应维持在原有从宽幅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即便需要适当加大从宽，也不宜超

过原有从宽幅度内的最大值。可以说，上述处理既体现出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核心价值的遵循，同时
也符合了罪刑均衡原则对于刑罚裁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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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 高检发［2019］13 号) 第 9 条。
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法发［2021］21 号) 相较，本文的具体细化改动包

括:将自首的 40%以下减刑幅度调整为 40% ～60%幅度，将坦白的 20%以下减刑幅度，调整为 30%以下，供述较重罪名的坦白幅度由
10% ～30%调整为 30% ～40%，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坦白减刑幅度由 30% ～50%调整为 40% ～60%。
孙长永．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若干问题探讨［J］．法律适用，2019，( 13) : 12．



( 二) “法益可恢复性”对刑罚执行的影响
在认罪认罚的“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内部，还存在经过犯罪人的后期弥补与悔罪赎罪，法益部分得

到恢复的案件以及法益尚未恢复但行为人通过签署保证书、承诺书等保证在将来积极促成“法益恢复”
的案件。本文将上述两类犯罪统称为“法益不完全恢复犯罪”或者“法益推定恢复犯罪”。由于其“法益
恢复”并不完整，由被告人一个所谓的赎罪许诺换取实际的刑罚折扣，这样的“交易”未必公平，而仅靠
量刑幅度的区别也未必能发挥“法益恢复”的全部价值，因此应在从宽形式上探索不同的方式进行区别
对待。
事实上，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能辐射的范围来说，其对刑罚的影响绝不限于量刑阶段，对量刑的

影响也不局限于单纯的刑期长短，认罪认罚从宽与法益恢复的精神同样可以贯彻在缓刑、假释、减刑等
制度之中，这已得到了学界的认同〔62〕，并为司法实践所确证，比如在认罪认罚试点阶段的工作文件中，

就要求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中明确刑罚执行方式。就刑罚的目的来说，它不仅应当是眼前之罚、已然之
罚，更应是面向未来的刑罚，这并非强调过分放大刑罚的预防效果。在有的国家，已开始探索部分缓刑、
混合缓刑的应用。如日本于 2013 年开始实施部分缓刑制度，其对象包括吸毒者和首次被判刑并立即执
行的被告等，他们的部分有期徒刑和监禁将缓期执行，法官可以对犯罪人的部分刑期在一年至五年内的

考察期间内宣告缓刑〔63〕，使其在社会中改过自新。等于说，被判处部分缓刑的犯罪人，先在监所内执行
一部分实刑，在前述实刑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暂缓执行的剩余部分刑罚。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域外法治
这一思路对我国的缓刑制度予以改造。对于承诺促成“法益恢复”的犯罪者，将其刑罚执行划分成不同
的阶段，首先执行实刑，在实刑期间通过刑罚的实际执行矫正改造犯罪人，并考察犯罪人的悔罪态度、人
身危险表现以及民事退赔效果、原有危害行为的后续影响等与“法益恢复”有关的因素。若该犯罪人在
实刑执行期间表现良好，无严重违法亦无犯罪情况，则对其余下刑期可暂缓执行。有论者指出:部分缓
刑也可能使原来因不适合完全收监执行而不得不对其宣告全部缓刑的犯罪人接受一段时间的实刑〔64〕。
这一点恰与当前的司法形式相契合，现实中有一部分司法机关就倾向于对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适用缓

刑以缓解监所的人员压力〔65〕。然而在这些缓刑案件中，许多案件的退赔并不到位，在“法益恢复”情形
尚不明朗之时，完全不执行实际的刑罚似乎也不合理。在此基础上，引入部分缓刑的制度，兼顾了惩罚
与“法益恢复”双重功效的实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论:日本的部分缓刑制度在完全收监执行与完全交付
社会内处遇之间介入了一个“中间刑”，使得原本判处全部实刑过重、判处全部缓刑又过轻的案件能够
得到更合适的处理。我们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引入部分缓刑制度，使得“法益完全恢复”的
案件与“法益不完全恢复”的案件得到了区分，使“法益不完全恢复”的案件在其从宽幅度内得到了合理
的处置，还使认罪认罚的影响延伸至刑事执行的过程中，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功能的全面发挥。
此外，对于“法益部分恢复”的案件，还可在减刑、假释等制度上作出处理。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就

蕴涵着“法益恢复”的价值取向，在其条文中原本就有“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等表述;
在假释的适用对象中，还排除了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
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而上述严重暴力犯罪即为本文所认可的
“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因此，对于每一个认罪认罚案件，在减刑、假释等行刑环节中亦可以贯彻体现
其“法益恢复”的核心价值。当前的减刑假释制度在实施标准、实施效果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
实践中假释率非常低;另一方面，诸如孙小果案一类的违法假释、减刑也使得这两项制度遭受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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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如:熊秋红．认罪认罚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J］．法学，2016( 10) ;卢建平．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认罚从宽［J］．中外
法学，2017，( 4) ．
周振杰，栗东宇．混合缓刑之提倡———比较法视野下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8，( 15) : 30．
曾文科．论部分缓刑的制度价值与法理构造［J］．环球法律评论，2020，( 6) : 109．
实务中此类案件如:吴晓坚盗窃案(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20) 闽 03 刑终 241 号) ;于世水、张文富故意毁坏

财物案，(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20) 辽 0214 刑初 227 号) ; 张根亭故意毁坏财物案(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20) 黑 0206 刑初 165 号) ，以及党福亮、代亚利、吕亮等诈骗罪一案 (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2019) 冀 08 刑初 29 号) 。以党福亮案为例，该案参与人数众多，且同案犯在认罪、认罚、退赔退赃方面表现差异巨大，以法益是否恢复
与恢复程度为基准区分量刑轻重与缓刑的适用，有助于促进保证该类案件的司法公正。



质疑。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
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
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66〕。因此，对于减刑、假释的审查与监督，未必只能局限于考察罪犯在服刑期
间的表现，还可以在对减刑、假释的具体审查中融入“法益恢复”这一判断基准。譬如，对“法益可恢复
性犯罪”的被告人，在其认罪认罚之后，由于暂时不能够完全完成对被害人的赔偿，由法院与其签订协
议，若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法益的彻底恢复，那么在刑罚执行中可以得到优先适用减刑或者优先假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英美辩诉交易联系紧密，尽管二者不能划上等号，但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都是

基于控辩平等这一前提形成的，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积极追求的等腰三角格局，协议性的减刑假释无疑

能够强化这种平等商议性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严格监督也是确保该协议合法有效的重要
保障。
五、结语
“法益恢复”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价值地位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物。在认罪认罚从
宽案件中区分“法益可恢复性犯罪”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使得该项制度在鼓励消除法益侵害危险
或者恢复被侵犯的刑法法益方面能够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认罪认罚从宽与
自首、坦白间的不协调乃至混同，根源在于: 仅看到了制度之间形式上的“同”，没有关注其本质上的
“异”;过度注重概念的表述，轻视了类型化的思维方法;过于注重文本上的共性，而忽略了核心价值的
区别。当然，核心价值上的相异并不代表着认罪认罚从宽与其他从宽制度的非此即彼、难以共存，恰恰
相反，正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制度可以和谐并存于现行立法之中，才彰显出我国刑事法治的开放、包容和
充满活力。
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必然引致社会规范的发展演进，而在无数种社会规范演进中，用法律制度凝聚

和表达法律之进步与文明的法律文化往往有着最后共同的归宿〔67〕。从这一点上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既体现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也同样是世界刑事诉讼格局中基于控辩平等的两造格局的必
然产物。即使我们不能因此将认罪认罚从宽与域外的恢复性司法、合作性司法、辩诉交易划上等号，但
不可否认其确实受到了后者的部分影响，并由后者的平等对抗逐步过渡到平等合作，在这过程中，“法
益恢复”的理念，是我们秉持的中国式息讼态度下的“赎罪”概念的现代转化。“调处息争，无讼以求”作
为司法领域永恒的价值追求，需要在诉讼程序的全过程有所体现，因此，构建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类
型化基准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法治的正确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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